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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型看《诗经》比兴的本质

张　艳　萍

[摘　要] 《诗经》的“比”与“兴”是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的话语系统 。区分“比” 、“兴”的

关键 ,是发掘二者的结构差异所体现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比”的结构体现了比

象与比义之间的共时性的相似关系 , “兴”的结构则体现了兴象与兴义之间的历时性的联系 。

将“比” 、“兴”置于世界早期话语系统内 ,从语言与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之间的关系来审视 ,可以

肯定 ,具象思维决定了“比”与“兴”以象表义的共性;“比”与“兴”的差异则取决于支配着二者的

认知范型的差异:支配着“比”的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认知范型 ,而将

事物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这一认知范型则支配着“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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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认知范型决定世界的秩序。认知范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定模式 ,在不同的认知范型观照

下 ,世界秩序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而人类在某种认知范型支配下对世界的认识 ,是通过语言呈现出来

的。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语言是认知范型的表象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探究了认知范

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认知范型以“相似性”作为建构知识空间的原则 ,而古典

时代的认知范型则以“同一性与差异性”为原则。语言与认知范型相适应 ,在文艺复兴时期 , “相似性”是

符号与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中介因素[ 1]
(第 85 页),这时 ,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是一种类推关系 ,而不

是指称关系” [ 1]
(第 51 页)。到了古典时代 , 认知范型以“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概念代替了文艺复兴时期

的“相似性”概念 ,与此同时 ,古典时代的语言也放弃了“相似性”的概念 ,而代之以“同一性与差异性”的

概念 ,这时 ,符号必须严格地指称事物 ,符号完全就是符号所指称的事物本身 ,在符号与符号的内容之间

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存在“相似性”这样的中介因素[ 1]
(第 88-89 页)。由此可见 ,语言受认知范型支

配 ,语言就是认知范型的表象 。同时 ,从本质上讲 ,语言是受思维模式支配的。而“一种思维模式只有在

它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后才会存在”
[ 2]
(第 114页),换言之 ,思维模式支配着话语系统的生

成 ,而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就是与之配适的思维模式的载体 。可见 ,语言既受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的支

配 ,又是与之配适的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的表象。所以 ,面对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 ,探究其与思维模式 、

认知范型之间的关系 ,必然有助于深化对其本质的认识 。

《诗经》的表现手法被概括为“赋” 、“比” 、“兴” ,这三种表现手法就是三个独特的话语系统。鉴于学

界对“赋”的问题鲜有争议 ,而“比” 、“兴”问题是诗经学长期以来争讼难决的问题 ,所以本文只探讨“比” 、

“兴” 。本文拟发掘“比” 、“兴”的结构差异所体现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差异 ,进而在世界早期话语

系统与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的关系范畴内 ,探究“比” 、“兴”与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之间的关系 ,从而揭示

“比” 、“兴”的共性与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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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谓“比”“兴”

长期以来 ,学者们对“赋”的看法少有分歧 ,但对“比”与“兴”的认识却是歧义纷纷 。以下几家对

“比” 、“兴”的解释颇具代表性 。郑玄在《周礼 ·春官·大师》注中引郑众之言曰:“比者 ,比方于物也 。兴

者 ,托事于物。”在郑众看来 , “比”与“兴”有“比方”与“托事”之别 ,但“比方”与“托事”皆须借助于“物”。

可见 ,“比”和“兴”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话语形态。当然 ,要想使此“物”达到“比方”或“托事”的目的 ,

那就必须在所言与所指之间找到某种关联。而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则说:“故比者 ,附也;兴者 ,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观夫兴之托喻 ,婉而成章 ,称名也小 ,取类也大” 。刘勰以“附

理”与“起情”将“比”与“兴”区分开来。并指出“比”贵在“切类” , “兴”则妙在“称名也小 ,取类也大” 。显

然 , “取类”与“切类”是有共同点的 ,那就是二者都必须借助于具体的物才能达到表达意义的目的。而表

达贴切与否则取决于能否捕捉到所言(物)与所指(理或情)之间的特定关联 。可见 ,郑 、刘之说并不存在

质的差别 。而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朱

熹看来 , “比”与“兴”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话语形态 ,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在“比”中 , “彼物”与

“此物”是“比”的关系 ,在“兴”中 , “他物”与“所咏之词”是“引起”的关系。他在《朱子语类》中强调:“比的

只是从头比下来 ,不说破 。”也就是说 ,在“比”中 ,诗歌语言只呈现“彼物” ,而“彼物”所比的“此物”究竟是

什么 ,则“不说破” ,读者只能根据语境去推测。由此可知 ,从诗歌语言外观上看 , “比”只呈现所言(“彼

物”),不呈现所指(“此物”);而在“兴”中 ,所言(“他物”)在先 ,所指(“所咏之词”)在后 ,二者都被呈现出

来了 ,而且它们的出现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

在“比”的问题上 ,郑 、刘 、朱三家之说基本上是一致的。郑众之“比方” ,刘勰之“附” ,朱熹之“以彼物

比此物” ,此三者仅是言词不同 ,而其实一也。他们都注意到了“比”所体现的是一种相似关系。如前所

述 ,这三家对“兴”的解释存在着分歧。可喜的是刘勰 、朱熹都注意到了“兴”之“起”的作用 。而孔颍达在

《毛诗正义》中也说:“司农又云 :̀兴者 ,托事于物' 。则兴者 ,起也 。”显然 ,此三家都注意到了“兴”之所言

与所指之间是“引起”的关系 ,换言之 ,二者之间存在着历时性的联系 。

综上所述 , “比” 、“兴”之间既有共性 ,又有区别。“比”与“兴”都要借助于某物来表达意义 ,所以 ,其

语言表达形态都是所言在此而所指在彼 。我们可以把“比”之所言与所指分别称为比象和比义 ,把“兴”

之所言与所指分别称为兴象和兴义 。而“比” 、“兴”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以下方面:从话语形态上看 , “兴”

由兴象和兴义两部分组成 ,且兴象在前而兴义在后 ,两者在历时性向度内联系在一起;而“比”则只出现

比象一项 ,比义隐于比象背后 ,比象和比义之间只有共时性的相似关系 ,而无历时性的联系。

通过具体的比兴文本 ,可以感性地了解“比” 、“兴”之间的差异 。《关雎》首章是典型的“兴”。《诗集

传》解释说:“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 “言彼关关然之雎鸠 ,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 ,此窈

窕之淑女 ,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 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 ,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 。后凡言兴者 ,其文

意皆仿此云” 。在朱熹看来 ,正是首句所写的兴象兴起了次句所表达的兴义。在这里 ,兴象与兴义之间

存在着历时性的联系 。若以“比”为参照 ,“兴”的这一特征将会凸现出来。《郑笺》释《伐柯》首章曰:“伐

柯之道 ,唯斧乃能之 ,此以类求其类也 ,以喻成王欲迎周公当使贤者先往” ;“媒者能通二姓之言 ,定人室

家之道 ,以喻王欲迎周公 ,当先使晓王与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在郑玄看来 ,此诗用了“比”法。从该诗的

话语外观看 ,呈现出来的只有比象 ,而《郑笺》所解释出的比义是隐藏于比象之中的。总之 , “比”与“兴”

在话语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别:“比”只写比象 ,比义不出现;而“兴”的结构是 ,兴象在前 ,兴义在后 。二者

的结构表明 ,比象与比义之间具有共时性的相似关系 ,而兴象和兴义之间具有历时性的联系 。这样 ,我

们就从《诗经》“比” 、“兴”的结构所体现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差异 ,把“比”与“兴”区别开来了 。

有些论者也已经注意到了“兴”之兴象和兴义之间的关系 ,但并没有阐明这一关系的实质。赵沛霖

先生认为“兴”所体现的是“观念内容和自然物象之间的联系”
[ 3]
(第 79 页),但没有对此做出更进一步的

阐释 。程水金先生指出:朱熹说比兴是有严格的形式规定的 ,“这就是说 , `兴' ,必须包含两个部分: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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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 ,又有`所咏之词' 。如果仅有`他物' ,没有`所咏之词' ,便只能是`比' ,而不是`兴' ”
[ 4]
(第 169

页)。显然 ,程先生注意到了“比” 、“兴”在结构上有区别 ,即 , “兴”由两部分组成 , “比”由一部分构成 。但

他没有进一步就这种结构区别作出阐述 ,因而 ,也没能根据“比” 、“兴”的结构区别 ,对兴象与兴义之间的

关系跟比象与比义之间的关系的差异作出阐释。事实上 ,区分“比” 、“兴”的关键恰恰在于区分它们的结

构所体现出来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 ,而不单是其结构本身 。这是因为 ,单从结构来看 , “赋”和“比”

一样是由一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 ,它们之间的差异又如何识别呢 ?程先生还指出:从思维过程来看 ,兴所

反映的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关系 ,“既不是因果关联 ,也不是类比关联” [ 4]
(第 172 页)。但他没有进一步指

出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鉴于此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型的角度 ,

对《诗经》“比” 、“兴”的共性与差异做出阐释 ,就显得必要而且迫切了 。

二 、《诗经》之“比” 、“兴”与具象思维

《诗经》的“比”与“兴”都必须借助于象才能达到表达意义的目的 ,而且 , 《诗经》的“比” 、“兴”文本远

远多于“赋”文本 ,这足以说明 ,“比” 、“兴”是受某种共同的思维模式主宰的话语系统 ,而决不是偶一为之

的语言表达技巧 。

(一)《诗经》之“比” 、“兴”与《周易》之象辞

《诗经》的“比”与“兴”都是通过象来表达意义的。而与《诗经》产生年代相近的《周易》也是通过象来

表达义理的 ,而且其卦爻辞之象辞部分与《诗经》之“比” 、“兴”结构相似 ,这雄辩地说明了《诗经》之“比” 、

“兴”绝不是偶然性的语言装饰 ,而是受特定思维模式控制的语言表达模式 。

《周易 ·系辞传》说:“是故《易》者 ,象也。象也者 ,像也。”可见 , 《周易》的本质特点就是用象来表达

义理 ,而用象表达义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捕捉到象与义之间的相似点。乾卦就极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周易 ·说卦传》说:“乾 ,健也。”那么 ,乾取什么象来表示健的性质呢 ? 《说卦传》说:“乾为天 ,为圆 ,为

君 ,为父 ,为玉 ,为金 ,为寒 ,为冰 ,为大赤 ,为良马 ,为老马 ,为瘠马 ,为驳马 ,为木果 。”意即天 、君 、父 、玉 、

金 、马等象都可以表现乾之健的性质。而在一个特定的六画卦里 ,乾究竟取象什么 ,要根据表达卦义的

需要来定 。以乾卦为例 ,其卦象是天 ,以天的运动变化从总体上代表乾健 。但是 ,天难以表现健之升降

行藏诸变化 ,所以乾卦六爻另取龙和君子为象 ,来表现这种变化:从初九的“潜龙勿用” ,经过九二的“见

龙在田” ,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厉” ,九四的“或跃在渊” ,九五的“飞龙在天” ,到上九的“亢龙有

悔” ,表现了乾健从潜伏 、萌动 、上升到止进而退的发展变化过程
[ 5]
(第 322 页)。

《周易》卦爻辞由象辞和占断之语组成。象辞是对自然 、社会现象的描述 ,占辞则是根据象辞作出的

吉 、凶等判断。象辞所表达的义理并未在语言中呈现出来 ,而是隐藏于象辞背后 。就此而言 , 《周易》象

辞的表现手法是“比”法。但也有些象辞在“比”中又用了“兴”法 。这一点适用于那些先描写了一种自然

现象继而又描写了与之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象辞 。例如 , 《大过 ·九二》曰:“枯杨生秭 ,老夫得其女

妻 ,无不利 。”刘沅解释说:“秭者下之根生也” ,“生秭者则生意不息” ,“老夫得女虽过乎常 ,然阴阳相与 ,

以成生育之功”
[ 6]
(第 284 页)。在这条象辞中 ,“枯杨生秭”是自然现象 ,而“老夫得其女妻”是社会现象。

“枯杨生秭”则“生意不息” ,而“老夫得其女妻”则能成生育之功。在这里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有某

种关联 ,通过并置这两个相关的现象表达了一个义理 ,这显然是“比”法 。但从话语形态上看 , “枯杨生

秭”引起了“老夫得其女妻” ,这显然是“兴”法 。清人章学诚就已经认识到《周易》象辞与《诗经》之比兴具

有共同点 。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就指出:《易》象“与《诗》之比兴 ,尤为表里”。

总之 ,“《易》之有象 ,取譬明理也” [ 7]
(第 12 页)。就以象表义而言 , 《周易》象辞的表达模式与《诗经》

“比” 、“兴”的表达模式是相同的。可以肯定 ,以象表义的语言表达模式在《周易》、《诗经》产生的时代里

占有支配性的地位 ,这决定了《周易》象辞和《诗经》“比” 、“兴”这样独特的话语系统的生成 。

(二)《诗经》之“比” 、“兴”与《圣经》之隐喻

在世界早期诗歌话语系统中 ,通过象来表达抽象的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表达模式。维柯将历

·714·



　第 6 期 张艳萍:从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型看《诗经》比兴的本质

史视为三个时代的循环 ,即历史从神话时代 、英雄时代发展到凡人的时代 ,然后又回到起点 ,如此循环不

已。而三个时代就有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 ,即诗歌体 、英雄体 、通俗体。而诺斯洛普 ·弗莱则将这三种

文字表达的类型称为寓意文体 、神圣文体 、通俗文体[ 2]
(第 21 页),它们分别代表了语言的三个阶段。在

语言的第一个阶段 ,还没有真正的词语这一抽象的概念 ,所有的词都和具体形象相联系。在《荷马史诗》

中 ,诸如灵魂 、时间 、感情等概念是和相关的物质形象紧密相连的。例如 ,荷马以 kairos一词表示时间 ,

其意是紧要关头 ,但该词原意是剑上的刻痕[ 2]
(第 23 页)。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荷马史诗》语言的隐

喻特征。

弗莱指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的 。”
[ 2]
(第 24 页)《圣经》起源于语言的第一阶

段 ,即隐喻阶段
[ 2]
(第 47 页),所以“《圣经》中充满着隐喻”

[ 2]
(第 50 页)。《圣经》诗歌中有一些明显的隐

喻 ,诸如“我妹子 ,我新妇 ,乃是关锁的园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雅歌》4:12)等。这类隐喻的基本模

式是“A 是B” ,其中的“B”是具体物象 。显然 ,这类隐喻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断言为同一事物了 [ 2](第

81 页)。《圣经》诗歌中含蓄的隐喻往往是由若干句子组成的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 。在这类隐喻中 ,往往

有一个中心意象 ,它是隐喻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础。在《圣经》中 ,上帝始终是一位男性 ,对上帝不忠的以

色列往往被喻为“淫妇”。所以 ,《圣经》诗歌中有一定数量的以“淫妇”为中心意象的隐喻。《何西阿书》

中“不贞的歌蔑─不忠的以色列”一诗 ,就字面意义而言 ,写的是“我”对淫荡不忠的妻子的惩罚 ,但是从

该诗的题目及诗歌词语之间的关联看 ,整首诗就是一个隐喻:以“我”对“淫妇”的惩罚隐喻耶和华对悖逆

他而供奉别神的以色列人的惩罚。

从话语形态看 , 《圣经》诗歌中含蓄的隐喻与《诗经》之“比”是相同的。因为 ,在这种隐喻中 ,语言呈

现的只是喻象 ,而喻义是隐藏于喻象背后的 ,这与《诗经》之“比”将比义隐藏于比象背后的话语形态相

同。黑格尔指出:“隐喻的表达方式只提意象一个因素 ,但是所指的意义在用意象的那个整体关系里就

已显得很清楚 ,仿佛不须与意象分清而直接就由意象显现出来” ;“[隐喻] 只托出意象 ,意象本身的意义

却被钩消掉了 ,而实际所指的意义却通过意象所出现的上下文关联中使人直接明确地认识出 ,尽管它并

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 8]
(第 127 页)。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诗经》之“比”就是隐喻。

将《诗经》置于世界早期诗歌话语系统内进行研究 ,我们就会发现 ,《诗经》之比兴与《圣经》诗歌的隐

喻都扎根于语言的第一阶段。语言的第一阶段当然是与思维的第一阶段相配适的 。换言之 ,原始思维

支配着语言的隐喻阶段 。列维 ·布留尔指出 ,原始思维和语言“差不多只具有具体的性质”
[ 9]
(第 414

页)。原始思维很少使用抽象 ,就是使用抽象 ,那也与逻辑思维的抽象不同 , “它不象逻辑思维那样自由

地使用概念” [ 9](第 139 页)。正是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第一阶段语言的具象性 ,这时 ,语言必须借助

于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意义。例如 ,因不能抽象地表现“硬的”这一意义 ,就用“像石头一样”来表示

这一意义
[ 9]
(第 164 页)。可以肯定 ,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具象性 。这正是《周

易》之象辞 、《诗经》之比兴 、《圣经》诗歌之隐喻等以象表义的话语系统产生的基础。

显然 ,我们不能说上述话语系统产生于原始社会 ,但可以肯定在上述话语系统产生的时代里原始思

维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布留尔所说 ,原始思维“是以后的各种思维类型的源

头” , “而以后的各种思维类型又不能不以或多或少明显的形式再现它的某些特征”
[ 9]
(第 428 页)。所以 ,

即使在先进的社会集体中 ,原始思维仍然是存在的 。人类的思维模式并不是在原始社会以后的某个时

期发生了突然的断裂而直接由原始思维裂变成逻辑思维的 ,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由具象性走向抽

象性 ,发展成逻辑思维的 。在逻辑思维尚不发达的时代 ,原始思维仍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活动 。“《圣经》

的希伯来文是一种几乎过于具体的语言 。虽然在《新约》中有几个抽象词”[ 2](第 47 页),但这不能改变

《圣经》语言缺乏抽象性这一特质。这当然是思维的具象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中国先秦时代的说理散文

经历了语录体 、对话体后才发展为散文体。语录体和对话体的散文是不连续的散文 ,缺乏理性的论证 ,

而荀子和韩非子的散文体的散文 ,虽是连续的散文 ,但说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比喻和寓言 ,其语言的具象

性特征十分明显 ,这足以说明原始思维的具象性特征对荀子韩非子时代思维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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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结集成书几百年以后的思维尚且如此 ,更何况《周易》 、《诗经》产生的时代去古未远 ,其受原始思维具

象性特征影响的程度可想而知 。

总之 ,在原始思维具象性特征的支配下 , 《诗经》之比兴将抽象的义理通过具体形象表达出来 ,从而

形成了其独特的话语系统 。恩斯特 ·卡西尔指出:“人类言语是从最初较具体的状态进展到较为抽象的

状态的”
[ 10]

(第 172页);“在人类言语的发展中 ,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和范畴的过程是显得非常缓慢的”
[ 10]

(第 174 页)。而《诗经》 、《圣经》等世界早期话语系统正是这一漫长的进展过程中重要的前期环节。

三 、《诗经》之“比” 、“兴”受不同的认知范型支配

如上所述 , 《诗经》之“比” 、“兴”受共同的思维模式支配 ,但是 ,决不能因此就将“比” 、“兴”混为一谈。

事实上 , “比”与“兴”是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的话语系统。“比”与“兴”的区别 ,恰恰在于二者所体现的

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差异 。而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事物或现象本身 ,而是

取决于认知范型 。在不同的认知范型观照下 ,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根源上来

看 , “比”与“兴”的差异是由支配“比”与“兴”的认知范型的差异所导致的。

(一)“比”与认知范型

从话语形态上看 , 《诗经》之“比”只呈现比象 ,而它呈现比象是为了通过这个比象来表达比义 ,所以

其思维模式是“这就是那” 。从思维过程来看 ,《诗经》之“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物之间找到相似性 ,进而将

这种相似性视为同一性 ,即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当成同一事物。《诗经·螽斯》就典型地体现了“比”

的这个特点。该诗首章曰:“螽斯羽 ,诜诜兮。宜尔子孙 ,振振兮 。”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后妃不妒忌而

子孙众多 ,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 。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 显然 ,诗人在螽斯

和后妃之间找到了相似性 ,即不妒忌而能群处故子孙众多。但从字面意义看 ,该诗反复歌咏的只是螽

斯 ,后妃并没在诗歌话语中出现。而按照该诗的比义 ,歌咏螽斯就是歌咏后妃。在这种情况下 ,螽斯和

后妃不再只是相似的事物 ,而是上升为同一事物了 。而将相似的事物视为同一事物 ,正是弗雷泽所说的

原始思维相似律的基本特征。

弗雷泽将巫术原理概括为相似律和接触律。基于相似律的巫术称为模拟巫术 。弗雷泽认为 ,基于

相似律的模拟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 11](第 14 页)。通过下面这个

巫术 ,我们就可以感性地了解相似律的这一特征。有些民族采用“模拟诞生”作为收养子女的一种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狄奥多拉斯告诉我们 ,当天后赫拉同意收养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时候 ,她便躺在床上 ,把

赫拉克勒斯抱在怀里 ,并且推着他通过她的衣裙掉下地来 ,这样就模拟了一次真的降生。通过这种仪

式 ,赫拉克勒斯就真地成为赫拉的儿子了。这位哲学家还说 ,即使到了他的时代 ,野蛮人还采用这种方

式来收养孩子
[ 11]

(第 16 页)。模拟生子与真正的生子显然是“彼此相似的东西” ,但模拟巫术却把二者看

成了“同一个东西”。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审视 ,原始思维相似律的错误在于把相似的事物看成是同一

个事物了 。

从话语形态上看 , 《诗经》之“比”就是隐喻 。黑格尔对隐喻的理解极为精当:“隐喻其实也就是一种

显喻 ,因为它把一个本身明晰的意义表现于一个和它相比拟的类似的具体现实现象。”
[ 8]
(第 126-127 页)

可见 ,在隐喻中 ,象与义本是“类似”的两个事物 ,但从话语外观看 ,象与义是同一的 。弗莱认为:《圣经》

之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态 ,它更是某种思维模式的载体 。隐喻的结构是“这就是那” ,其思维基础是

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或力量或能被认为具有同一性
[ 2]
(第 24 页),也就是说 ,隐喻把两个具有相似性的事

物断言为同一事物了 。《诗经》之“比”的比象和比义本来只具有相似性 ,但是 ,从话语形态上看 ,二者却

是“同一个东西” 。因为 ,诗歌语言呈现出来的只有比象 ,比义是深藏于比象之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 ,比义

直接就由比象显现出来 ,比象与比义实际上是重合为一的 ,就此而言 ,比象与比义就是“同一事物” 。从

这一角度来考量 , 《诗经》之“比”与《圣经》之隐喻是相同的 ,它们共同的思维基础是原始思维的相似律。

在原始思维相似律支配下 ,“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认知范型得以形成。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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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比”就是对这一认知范型的反映 。《诗经》的比象大多是自然物象 ,通过“比” ,我们看到的是具有

某种相似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同一。无疑 , 《诗经》之“比”不是偶然性的语言表达方式 ,而是受

“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认知范型支配而形成的独特的话语系统 。

(二)“兴”与认知范型

从话语形态上看 ,在《诗经》之“兴”中 ,诗歌语言先后呈现出了“兴”之兴象和兴义 ,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兴象“引起”了兴义 ,也就是说 ,兴象和兴义之间存在着历时性的联系。兴象多是对草木鸟兽等自然现

象的描写 ,兴义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描写 。例如 ,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周南 ·桃

夭》)等 ,就是以自然现象起兴社会现象 ,前者与后者之间具有历时性的联系 。《诗经》在写社会现象时为

什么要以某种自然现象起兴呢 ?这恐怕不仅仅是艺术表达的需要。我们认为 , “兴”这种表现手法的思

维基础就是时人相信一种自然现象能够引起某种社会现象 。

在先秦典籍中 ,多有关于自然现象之间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记载 。在《山海经》

中 ,往往将大风 、瘟疫 、战争等现象的出现归因于某些鸟兽的出现 ,这对逻辑思维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的。据《左传》记载 ,僖公十六年宋国惊现这些现象:从天上坠落五块陨石;六只鷁鸟后退着飞过宋都。

宋襄公便向成周的内史叔兴询问这些事有何预兆 ?他回答说:“今年鲁国多有大的丧事 ,明年齐国有动

乱 ,君王将会得到诸侯的拥护而不能保持到最后。”这一事件足以说明春秋时期社会上层人士认为自然

现象能影响人事 。上述奇怪的因果关系 ,在逻辑思维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 ,在原始思维那里却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了 。各种现象之间之所以具有这种奇特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是因为在原始思维中居首位

的神秘的互渗在起作用。

列维 ·布留尔指出 ,原始思维和逻辑思维一样关心事物发生的原因 ,但原始思维是循着根本不同的

方向去寻找这些原因的[ 9]
(第 418 页)。“原始思维是在一个到处都有着无数神秘力量在经常起作用或者

即将起作用的世界中进行活动的。”[ 9](第 418 页)原始思维的注意趋向与逻辑思维的注意趋向有根本的

区别 。逻辑思维趋向于关注事物的客观属性 ,而原始思维则趋向于关注事物的神秘属性及现象之间的

神秘联系 。这些神秘联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
[ 9]
(第

69 页)。各种神秘的互渗在原始意识中占首位 ,甚至常常占据整个意识[ 9]
(第 71 页)。所以 ,布留尔把原

始思维的基本规律称为互渗律 。在互渗律的支配下 ,存在物之间 、存在物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不间断

地传递着神秘的力量 ,因而这一切之间就具有了神秘的关联 。

由于互渗律主宰着原始思维 ,所以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自然的因果关系不被原始思维重视 ,而事物或

现象之间的神秘的联系却受到了特别关注。某种“存在物或现象的出现 ,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 ,也是

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 [ 9](第 70 页)。这种传

递取决于多种形式的“互渗” :如接触 、转移 、远距离作用等。正是在这种思维支配下 ,“在朗丹 ,有一次旱

灾被归咎于传教士们在祈祷仪式中戴上了一种特别的帽子” [ 9]
(第 64 页)。由此可见 ,在原始思维那里 ,

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质上就是由神秘的互渗所决定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神秘的联系 ,这种神

秘的联系主要体现为某一现象会引起另一现象。当然 ,这两个现象的出现在时间上有连续性 。不过 ,这

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并不是影响现象之间神秘联系的决定性因素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神秘的互渗 。在原

始思维那里 ,由神秘的互渗所决定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神秘的联系 ,被视为因果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

显然和逻辑思维下的因果关系不同 。正如布留尔所说:“原始民族有它们自己的因果关系 ,那是唯一适

合它们的需要的因果关系 。”
[ 9]
(第 423页)

在原始思维那里 ,如果某种现象被认为是另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那是因为这两种在时间上有连续性

关系的现象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可以肯定 ,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生成了这种认

知范型 ,即把事物或现象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如果从这一认知范型

来考量 ,那么《山海经》 、《左传》等典籍所记载的那些关于自然现象之间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奇

特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就是一种由神秘的互渗所产生的现象之间的神秘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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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先秦时期存在着将事物或现象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这样的认

知范型 ,那么 , 《诗经》对其有所反映也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认为 ,《诗经》之“兴”正是对这一认知范型的

反映 。如前所述 ,兴象和兴义之间是“引起”的关系 ,换言之 ,具有历时性联系的兴象和兴义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奇特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无法在逻辑思维那里得到解释 ,但是在原始思维互渗律那里

就能够迎刃而解 。显然 ,这种奇特的因果关系 ,本质上就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关系的两种事物或现象

之间的神秘的联系 ,这种神秘的联系是由神秘的互渗所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 ,《诗经》之“兴”表象

了将事物或现象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这一认知范型 ,或者说 ,《诗经》之

“兴”是受这一认知范型支配的独特的话语系统。

《诗经》的“比”与“兴”是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的话语系统 ,将其置于世界早期诗歌话语系统的大

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肯定 , 《诗经》的“比” 、“兴”与《圣经》诗歌的隐喻一样 ,都深深地扎根于人类语

言的第一阶段。因此 ,它们都与人类思维的第一阶段即原始思维阶段密切相关 。将《诗经》的“比” 、“兴”

纳入语言与思维模式 、认知范型的关系范畴内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 , 《诗经》“比” 、“兴”的共性取决于支配

“比” 、“兴”的共同的思维模式 ,换言之 ,正是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比” 、“兴”以象表义的共同特征。

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就将“比” 、“兴”混为一谈 。作为各自独立的话语系统 , “比”与“兴”既受共同的思维

模式支配 ,同时又受不同的认知范型支配。而“比”与“兴”之所以有明显的差异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支配

它们的认知范型有很大的差异:支配着“比”的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认知范型 ,

而支配着“兴”的是将事物或现象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这一认知范型。

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语言的具象性 ,语言的具象性则要求语言必须通过具体的形象并以特定的方

式来表示上述两种认知范型所反映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 ,而《诗经》的“比” 、“兴”正是应这一要求而

生成的同中有异的话语系统。作为既有共性又各自独立的话语系统 ,“比” 、“兴”既受特定的思维模式与

认知范型的支配 ,又是与之配适的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型的表象 。将“比” 、“兴”纳入语言与思维模式 、认

知范型的关系范畴内进行研究 ,既有助于认识“比” 、“兴”的共性与差异 ,又为解决长期以来争讼难决的

《诗经》比兴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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